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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一些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发现了微粒金刚石和其他异常矿
物，包括呈斯石英假象的柯石英、碳化硅、青松矿、自然元素矿物、金属合金以及一些壳源矿物（如
锆石、石英、角闪石和金红石）。西藏罗布莎铬铁矿中的柯石英和蓝晶石呈针柱状集合体交生在一起，
产在钛铁合金矿物的边部，这些柯石英集合体可能代表了更高压相的斯石英发生退变后形成的假
象矿物。蓝晶石、柯石英、青松矿包裹体（一种立方晶系的氮化硼）以及 TiO2 II（金红石的高压
相矿物）等矿物的发现指示铬铁矿形成的温压条件可能达到 10~15 GPa、约 1300 ℃，深度达大于
380 km 的地幔转换带（mantle transition zone，MTZ）深度。碳化硅、自然元素矿物以及金属合金
矿物的产出指示了一个超还原的地质环境。与金伯利岩、变质岩和陨石中的金刚石相比，蛇绿岩
中的金刚石具有较轻的碳同位素组成以及不同类型的矿物包裹体，指示其碳物质可能源于地表的
有机碳，经历了俯冲板片在深部的再循环作用。金刚石在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的普遍存在，
表明大洋地幔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碳储库。蛇绿岩型金刚石的发现证明了浅部碳可以俯冲至深部地
幔。蛇绿岩型金刚石为研究地球的深部碳循环提供了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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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碳是太阳系中元素丰度第四高的元素，仅次于

氢、氦和氧[1, 2]。碳是地球生命体中的关键元素，由

碳组成的化合物是人类生活中的主要能源。地球上的

碳元素主要储存在地幔和沉积物中，目前有3 × 1019~ 
2.4 × 1020 kg的碳储存在地幔中，以及5.4 × 1019~ 
8.7 × 1019 kg的碳存在于地表储库中[3,4]。长期以来，

研究人员主要从两个不同的时间尺度开展地球碳循环的

研究：① 短期碳循环，包含地表不同储库，如大气圈、

大洋、土壤和生物圈之间数年或者数千年尺度的碳循

环；② 长期碳循环，包含地球深部岩石与地表碳储库

之间的数百万年和数十亿年尺度的碳循环[4–7]。这两

种不同时间尺度的碳循环均在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目前，我们对于地球表层短期碳循环的研

究程度相对较高；然而由于可获得的研究样品的稀缺

性，对于长期碳循环，尤其是深部碳循环的研究程度

仍然较弱。在地球的造山带中，广泛出露有地幔岩石，

这些岩石保存有地球深部地幔碳储库的重要信息[8]。
然而，地幔岩石的主要组成矿物如橄榄石、辉石和石

榴石，通常具有极低的碳溶解度，地幔中的碳主要受

其中的碳酸盐矿物和金刚石控制[9,10]，因此这两类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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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成为研究地球深部碳循环的重要研究对象[11–13]。
地球上的金刚石，尤其是宝石级的金刚石，主要来

自于金伯利岩、钾镁煌斑岩以及与这些岩体相关的冲积

矿床中[14]。此外，金刚石还产出于煌斑岩[15]、超高

压变质岩[16–18]和陨石[19–21]中。这些岩石中的金刚

石由于其低含量和颗粒微小，不具备商业开发价值，但

是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自从在中国西藏的罗布莎蛇绿

岩中首次发现金刚石以来[22]，杨经绥院士领导的研究

团队先后在全球不同造山带的蛇绿岩中发现微粒金刚石

的产出[23–26]。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刚石在蛇

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的普遍性[27, 28]，杨经绥

及其研究团队将这种具有新产出类型的金刚石命名为蛇

绿岩型金刚石[29]。
大量证据表明，板片可以俯冲至410~670 km [30]

的地幔转换带（mantle transition zone，MTZ），甚至是

2900 km的核幔边界的深度[31–33]。地球表层地质学、

地球物理资料以及高温高压实验研究证实，随着俯冲深

度的增加，俯冲板片中的含水矿物向高压稳定相矿物转

变，在此过程中，含水矿物晶格中的水得以释放，进入

流体或熔体中[34]。然而，对于俯冲物质进入地球地幔

过渡带甚至是核幔边界之后的命运的认知，仍然非常有

限。来源于地幔深部的金刚石通常含有不同类型的矿物

包裹体，这些包裹体矿物为我们探索不同深度的地幔物

质作用过程以及俯冲物质经历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素

材[35, 36]。目前，对深俯冲物质命运的认知主要来自

产于金伯利岩中的金刚石及其包裹体矿物[1,13,37–40]。

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的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

金刚石及其他再循环矿物的发现（图1）[22, 24, 26, 28, 

41–45]，为研究深部碳循环以及其他壳源物质循环提供

了新窗口。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对不同类型金刚石的特征进行

了简单的总结描述，随后重点对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

铁矿中原位金刚石的产出，蛇绿岩金刚石对大洋岩石圈

上地幔成因的指示意义，以及蛇绿岩型金刚石及其他俯

冲再循环的壳源物质进入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的

深部过程进行探讨。我们总结了蛇绿岩中这种具有不寻

常产出的金刚石的地球化学特征以及可能的物质来源，

同时针对蛇绿岩型金刚石的形成以及运移至大洋岩石圈

浅部的过程提供了新的地球动力学模型。我们的研究成

果对于认识蛇绿岩及相关的铬铁矿的成因以及探讨地球

深部碳循环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图1. 全球不同造山带含金刚石蛇绿岩分布图；紫色星形符号代表含金刚石的蛇绿岩。图片改自文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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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球上金刚石的产出类型

具有不同产出类型的金刚石，往往在其颜色、晶体

形态、晶体结构以及同位素组成等方面存在差异。

2.1. 金伯利岩以及相关火成岩中的金刚石

该类型的金刚石形成于地球内部大于140 km的深度

范围[1]，并主要被三种类型的岩石：金伯利岩、钾镁

煌斑岩以及煌斑岩携带至地球浅部[14, 37, 46]。金伯利

岩和钾镁煌斑岩主要分布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老克拉

通的内部，如澳大利亚、南非、西伯利亚、北美和中国

华北地区；这两种类型的岩石是宝石级金刚石的主要来

源[47–51]。位于加拿大的Wawa和Abitibi省的煌斑岩拥

有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刚石矿床（约2.67 Ga），因此

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52]。
金伯利岩及其他相关火成岩中的金刚石主要有三种

形态，分别是单晶、多晶以及纤维/包壳状金刚石[14]。
单晶金刚石通常具有八面体、立方体或八面体-立方体

复合晶形，通常被用来制作珠宝制品[图2（a）] [46]。
多晶金刚石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亚类，包括硬圆粒

金刚石、圆粒金刚石、半金刚石和黑金刚石[53]。由于

多晶金刚石的颗粒边界之间具有更强的作用力，因此通

常被用作超硬研磨材料[54, 55]。纤维状/包壳状金刚石

通常是多晶金刚石和单晶金刚石的复合体，核部通常为

单晶金刚石，幔部通常为多晶金刚石，且含有大量的流

体包裹体[14]。
在这些来源于地幔的金刚石中，大约仅有1%的金

刚石包含有矿物包裹体，如橄榄石、辉石、尖晶石、石

榴石、硫化物、金属合金以及流体包裹体[56]。这些矿

物包裹体包含有金刚石形成时的温度和压力、形成时代

及围岩类型的信息[56–58]。根据金刚石中硅酸盐矿物

包裹体的成分，进行温压条件计算，结果显示金刚石主

要形成于稳定克拉通内部140~200 km的深度范围内[58, 
59]。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金刚石还可以

形成于地球的软流圈、地幔过渡带、下地幔甚至是核幔

边界[60–63]。这些来源于岩石圈下部的超深金刚石大

约仅占世界金刚石总量的1%，这些超深金刚石通常含

有超硅石榴石、钙钛矿、斯石英以及方镁石等矿物包裹

体[57]。
根据包裹体矿物的组合特征以及化学组成，金刚

石中的矿物包裹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地幔橄榄岩

型（65%）、榴辉岩型（33%）以及二辉辉石岩型（2%）

[56]。其中，地幔橄榄岩型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二辉橄榄

岩型（13%）、方辉橄榄岩型（86%）以及异剥橄榄岩型

（1%）。不同类型的包裹体矿物组合反映了形成金刚石

的地幔源区岩石的多样性。金刚石中的硅酸盐包裹体的

化学成分，如石榴子石中的Cr2O3含量或单斜辉石的Cr#
值[= Cr/(Cr + Al) × 100]可以用来鉴别包裹体的类型[56]。

根据Cartigny [37]对全球不同类型金刚石化学组

成的综述，世界范围内金刚石的碳同位素组成（通常

用δ13C = [(13C/12Csample)/(13C/12CRM - 1)] × 1000表示）介

于–38.5‰和+5.0‰之间。具有地幔橄榄岩型包裹体和

榴辉岩型包裹体的金刚石（分别简称地幔橄榄岩型金刚

石和榴辉岩型金刚石）均具有δ13C = –5.0‰的峰值，与

正常地幔碳储库的同位素组成一致[14, 37]。然而，相

对于地幔橄榄岩型金刚石，榴辉岩型金刚石的δ13C值具

有较大的变化范围，介于–38.5‰ 和 +2.7‰之间。大约有

34%的榴辉岩型金刚石具有较轻的碳同位素组成，δ13C < 
–10.0‰，有2%的地幔橄榄岩型金刚石的δ13C < –10.0‰。

地幔橄榄型金刚石和榴辉岩型金刚石碳同位素组成的差

异反映了形成金刚石的碳物质来源的多样性。

2.2. 超高压变质岩中的金刚石

金刚石也产出于在深俯冲作用（> 约140 km）过程

中，经历了超高压变质作用的壳源岩石中（> 约4 GPa）
[17, 64]。这些经历了深俯冲作用的岩石，随后又被地

图2. （a）澳大利亚Argyle钾镁煌斑岩中的金刚石，图片引自文献[46]；
（b）哈萨克斯坦的Kokchetav岩体中的变质金刚石，图片引自文献[65]；
（c）Murchison陨石中的纳米级金刚石，白色箭头指示纳米金刚石，黑
色箭头指示无定形碳，图片引自文献[82]；（d）西藏罗布莎蛇绿岩地
幔橄榄岩中的金刚石，图片引自文献[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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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过程携带至地表。变质型金刚石首次被发现于哈萨克

斯坦的前寒武Kokchetav变质地体的榴辉岩中[图2（b）] 
[18]；然而，直到从该榴辉岩中分选出的锆石中发现原

位金刚石包裹体，这些金刚石的变质成因才被接受[65]。
此后，变质型金刚石相继被发现于中国的大别山和北柴

达木地体[16, 66]；挪威的西部片麻岩区域[67, 68]；德

国的Erzgebirge岩体[69, 70]；希腊的Rhodope岩体[71]；
捷克的Bohemian岩体[72, 73]；以及奥地利的Pohorje岩
体[74]。

变质型金刚石通常以包裹体的形式产于超高压变质

岩的组成矿物中，如石榴石、单斜辉石、锆石、蓝晶石、

黝帘石、白云石和镁方解石等[16, 65, 66, 75]。变质型

金刚石通常具有立方体、立方八面体或者八面体的晶

形。与来自于地幔的金刚石不同，变质型金刚石通常较

小，直径为1~60 mm[17]。在个别情况下，这些金刚石

的粒径可达几百微米[65, 66]。
变质型金刚石的碳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较大，其

δ13C值介于–30‰和–3‰之间[37]。大多数的变质型金刚

石相对于地幔碳储库（δ13C = –5‰ ± 3‰）具有更轻的

碳同位素组成[14, 65]。根据Cartigny [37]的统计结果，

变质型金刚石的δ15N值（= [(15N/14Nsample)/(
15N/14NRM) – 1] 

× 1000）均为正值。变质型金刚石的碳和氮同位素组

成特征指示该型金刚石的物质来源可能主要为俯冲再循

环的变沉积物[76]。Verchovsky等[77]分析了Kokchetav
变质型金刚石的稀有气体组成，结果显示Kokchetav金
刚石的4He（5.6 × 10-4 cm3·g–1, STP）的浓度显著高于地

球上的其他类型的金刚石。Sumino等[78]通过在真空中

对Kokchetav金刚石进行粉碎，得出金刚石的3He/4He比
值为3.3 × 10–5~6.5 × 10–5，高于大洋中脊玄武岩，但

是与洋岛玄武岩的最大值一致，因此认为地幔柱物质可

能参与了Kokchetav变质型金刚石的形成[78]。

2.3. 陨石相关型金刚石

与陨石相关的金刚石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

分别是：陨石型金刚石[图2（c）] [19, 20, 79–82]和陨石

冲击型金刚石[83–85]。
陨石型金刚石的粒径通常仅有几纳米，因此又常被

称为纳米金刚石[20]。这种类型的金刚石具有异常的稀

有气体同位素组成[79, 86]。Lewis等[19]在检查经过酸

处理之后的Allende、Murchison和Indarch陨石残余时，

首次发现了陨石型金刚石的存在。陨石型金刚石主要为

立方晶系，少数情况下为六方晶系。Russell等[87]分析

了原始球粒陨石中金刚石的化学组成，结果显示：这

些金刚石的氮含量为7~13 000 μg·g–1，δ13C值介于–38‰
和–32‰之间，δ15N值为–348‰ ± 7‰；这些特征显著

不同于地球上的金刚石[37, 87]。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开展陨石型金

刚石与高压冲击和化学蒸气沉积合成的人造纳米金刚石

的对比研究，发现陨石型金刚石与化学蒸气沉积合成的

金刚石的显微结构一致，指示了其可能是通过低压化学

沉积作用形成的[20, 21]。
研究人员曾先后在俄罗斯[84, 88]、乌克兰[89]、德

国[83, 90]的几处陨石坑的冲击熔岩和冲击角砾岩中发

现了冲击型金刚石的存在。相对于陨石型金刚石，陨石

冲击型金刚石具有相对较大的粒径，从几十纳米到几

百微米不等，部分金刚石的粒径甚至可达若干毫米[83, 
84]。前人曾对来自俄罗斯的Popigai陨石坑中的冲击型

金刚石的碳氮同位素组成以及氮含量进行分析[84, 87]。
这些冲击型陨石的δ13C值介于–20‰和–8‰之间，δ15N
值介于–6‰和–2‰之间，氮含量为5~50 μg·g–1；这些

特征与陨石型金刚石的化学组成存在较大差异[84, 87]。
通过将Popigai陨石坑中的冲击型金刚石与陨石坑中的石

墨开展对比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在矿物学、同位素和结

晶学方面均表现出相似性，指示了金刚石可能是由石墨

在固态条件下经历高压冲击，直接转变而来[84]。此外，

Ries陨石坑中冲击金刚石和石墨的对比研究得出了相似

的结论，即金刚石是由石墨直接转变而来[91]。

2.4. 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的金刚石

蛇绿岩型金刚石最初于1981年首次发现于中国西藏

罗布莎和东巧蛇绿岩豆荚状铬铁矿中。随着研究工作的

开展，在全球多个造山带中的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

矿中相继发现金刚石的产出（图1）。这些含有金刚石的

蛇绿岩主要包含：① 中国西藏的罗布莎、日喀则、东

波、普兰、东巧和当穷蛇绿岩[22, 28, 41, 92, 93]；② 中
国新疆的萨尔托海蛇绿岩[94]；③ 中国内蒙古的贺根山

蛇绿岩[95]；④ 俄罗斯极地乌拉尔的Ray-Iz蛇绿岩[44]；
⑤ 土耳其Pozanti-Karsanti（又称为Aladag）蛇绿岩[24]；
⑥ 阿尔巴尼亚的Mirdita蛇绿岩[26, 96]；以及⑦ 缅甸的

Myitkyina蛇绿岩[25]。不同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

中的金刚石含量存在较大变化。Xu等[92]从1100 kg的
罗布莎铬铁矿中分选出了1000多粒金刚石[图2（d）]；
Huang等[95]从2000 kg的贺根山铬铁矿中分选出了约

130粒金刚石；Lian等[24]从500 kg的Pozanti-Karsanti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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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中分选出100多粒金刚石。然而，Mirdita、Sarto-
hay、Myitkyina蛇绿岩中金刚石的含量较低[25, 94, 97]。
这种金刚石含量的差异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幔

组成的不均一性。

蛇绿岩代表着侵位在大陆之上的古老大洋岩石圈的

残余[45]。完整的蛇绿岩层序从下到上依次为：地幔橄

榄岩、超镁铁质和镁铁质堆晶岩、席状岩墙、枕状玄

武岩以及沉积盖层。豆荚状铬铁矿通常产于蛇绿岩的

地幔或壳幔过渡带的层位[24,98]。蛇绿岩被普遍认为

形成于大洋中脊或洋内俯冲带距地表60~80 km的深度

[99–101]。然而，金刚石通常被认为形成于大于140 km
的深度或者压力大于4.5 GPa的条件下[37]。因此，蛇绿

岩中金刚石的发现对蛇绿岩的传统形成机制提出了挑

战。在蛇绿岩型金刚石研究的早期，由于金刚石主要是

通过矿物分选而来，而非原位的矿物，部分学者对蛇绿

岩型金刚石的来源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金刚石可能是

选矿过程中的污染物。因此，开展蛇绿岩型金刚石与人

造金刚石的对比研究，以及寻找岩石中的原位金刚石对

于证明蛇绿岩型金刚石的天然成因至关重要。

Howell等[28]对罗布莎铬铁矿开展了独立的选矿

工作，从手标本大小的样品中分选出了若干粒金刚石。

Howell等[28]指出，蛇绿岩型金刚石的粒度分布、同位

素组成以及微量元素含量均与人造金刚石存在差异，排

除了人工混染的可能。由于金刚石在蛇绿岩地幔橄榄岩

和铬铁矿中的低含量，在岩石中发现原位的金刚石非常

不易。Yang等[41]首次报道了在罗布莎铬铁矿中的一粒

OsIr合金中发现原位金刚石，该金刚石仅为1~2 mm，远

小于通过矿物分选获得的金刚石的粒径[29]。杨经绥及

其研究团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抛光的地幔橄榄岩

和铬铁矿薄片开展了大量的观察研究，最终在罗布莎

和Ray-Iz铬铁矿中发现了6粒原位的金刚石[44]，这些

原位金刚石与通过单矿物分选获得的金刚石具有一致

的特征。

3. 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金刚石的特征

尽管蛇绿岩型金刚石产出于具有不同时代和构造环

境的蛇绿岩中，但是这些金刚石在形态、内部结构和化

学组成上具有相似性。

3.1. 金刚石形态及类型

蛇绿岩型金刚石通常呈无色至浅黄色，粒径为

50~500 mm，少数可达700 mm [图2（d）]。这些金刚石

为单晶或者多晶，未见有纤维状/包壳状金刚石产出。

大多数的蛇绿岩型金刚石为自形颗粒，具有平直的晶

棱，少数金刚石呈浑圆状，金刚石晶面呈现溶蚀结构或

麻点状（图3）[24, 92]。蛇绿岩型金刚石主要具有立方体-
八面体复合形态，少数的金刚石具有完美的八面体晶形

[图3（a）、（b）]。
氮是金刚石最常见且最重要的杂质元素。根据金

刚石中氮的含量，金刚石可以划分为Type I（氮含量 > 
20 μg·g–1）和Type II型（氮含量 < 20 μg·g–1）[102]。根据

金刚石中氮原子的聚集形态，I型金刚石可以进一步划

分为Ia和Ib型[102]。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FTIR）对Ray-Iz和罗布

莎蛇绿岩中金刚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些金刚石主要

为Ib型金刚石，指示了较短的地幔滞留时间[28, 103]。

3.2. 内部结构和矿物包裹体

同时具有立方体和八面体生长习性的金刚石被称

为“混合习性”金刚石[104, 105]。在阴极发光图像下 
[图 4（a）、（b）]，蛇绿岩型金刚石内部可见有不同明暗

程度的分区，其中亮区代表八面体生长区，具有层状生

长的特点，而暗区代表立方体生长区[28]。蛇绿岩地幔

橄榄岩和铬铁矿中的金刚石主要为具有混合生长习性的

金刚石。

在罗布莎、Ray-Iz、贺根山和Pozanti-Karsanti蛇绿

岩金刚石中，曾被报道有不同粒径的矿物包裹体产出

图3. 不同形态的蛇绿岩型金刚石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a）自形八
面体金刚石；（b）自形立方体-八面体复合形态金刚石；（c）他形浑圆
状金刚石；（d）多晶金刚石。图片引自文献[24, 92]。



6 Author name et al. / Engineering 2(2016) xxx–xxx

[44, 92, 95, 106, 107]。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傅里叶变

换红外光谱仪、拉曼光谱仪、聚焦离子束和透射电镜等

技术手段对这些包裹体进行鉴定，结果显示这些包裹

体主要包含：① 合金包裹体，主要包含Ni–Mn–Si–Co、
Ni–Mn–Co、Cr–Fe和Fe–Si；② 硅酸盐矿物包裹体，主

要包含钠长石、锰-石榴石、钙锰-硅灰石和钙锰-钙钛

矿；③ 氧化物，主要包含铬尖晶石、赤铁矿、磁铁

矿和柯石英；以及④ 流体包裹体（图4）[28, 44, 106]。
Lian等[106]报道了在土耳其Pozanti-Karsanti铬铁矿的金

刚石中发现有纳米级的(Ca0.81Mn0.19)SiO3、Ni–Mn–Co合
金和流体包裹体组成的矿物组合[图4（d）]。此类包裹

体矿物组合尚未被报道产出于人造金刚石，因此该包裹

体组合在一定程度上为蛇绿岩型金刚石的天然成因提供

了新的证据[106]。
蛇绿岩型金刚石中钙锰-钙钛矿矿物包裹体的发现

具有重要的意义。钙钛矿（CaSiO3）是地球地幔转换带

和下地幔的重要组成矿物[108]。在下地幔的温压条件

下，钙钛矿在地幔岩和俯冲的大洋中脊玄武岩物质中所

占的矿物体积百分比分别是5%和25% [108, 109]。利用

聚焦离子束和透射电子显微镜对萨尔托海和贺根山豆荚

状铬铁矿中的金刚石进行研究，在其中发现了含Mn的
钙钛矿包裹体，分子式为Ca0.8Mn0.2SiO3。透射电子显微

镜衍射数据显示，贺根山和萨尔托海蛇绿岩金刚石中矿

物包裹体为斜方晶系矿物，与下地幔的钙钛矿具有一致

的晶格参数[110]。通过与前人的钙钛矿的研究结果进

行对比[111]，贺根山和萨尔托海蛇绿岩金刚石中的含

锰-钙钛矿形成的温压条件为P > 20 GPa和T > 1600 ℃。

与贺根山和萨尔托海蛇绿岩金刚石中的钙硅酸盐矿物不

同，土耳其Pozanti-Karsanti蛇绿岩金刚石的钙锰硅酸盐

矿物(Ca0.81Mn0.19)SiO3具有与硅灰石相似的晶体结构，而

非超高压的钙钛矿，该矿物包裹体可能代表超高压的钙

钛矿的退变矿物相[106]。

3.3. 同位素和微量元素组成

Cartigny[37]和Shirey等[14]对多种类型的金刚石的

碳氮同位素组成以及氮元素含量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图4.（a）、（b）土耳其Pozanti-Karsanti蛇绿岩型金刚石阴极发光图像，不同明暗程度的区域代表具有不同生长习性的生长区；（c）罗布莎蛇绿岩
金刚石的电子背散射图像，显示内部不规则Ni–Mn–Co合金包裹体，图片引自文献[28]；（d）土耳其Pozanti-Karsanti蛇绿岩中的(Ca0.81Mn0.19)SiO3、
Ni–Mn–Co合金和流体包裹体矿物组合，图片引自文献[106]；（e）蛇绿岩型金刚石的高角环形暗场图像，显示Ni–Mn–Co合金和柯石英包裹体，
图片引自文献[44]；（f）蛇绿岩型金刚石中的纳米级含锰矿物包裹体。Dia：金刚石；Coe：柯石英；Mn-Grt：锰石榴石；Mn-Ol：锰橄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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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37, 106]。然而，相对于其他幔源型和变质型

金刚石的研究，目前对蛇绿岩型金刚石的化学组成的研

究则非常有限。到目前为止，仅有罗布莎[28, 29, 103]、
Ray-Iz [44]和Pozanti-Karsanti [106]蛇绿岩型金刚石碳氮

同位素组成和氮含量的报道。我们总结了现有的蛇绿岩

型金刚石化学组成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其他类型的

金刚石的化学组成进行了对比（图5）。
蛇绿岩型金刚石具有较轻的碳同位素组成，其δ13C

值总体介于–29‰和–18‰之间，峰值为–25‰。蛇绿岩

型金刚石的δ13C值显著低于金伯利岩/钾镁煌斑岩（主要

分布在–2‰至–8‰的区间）和超高压变质岩（主要分布

在–5‰至–18‰的区间）中金刚石的δ13C值。蛇绿岩型

金刚石的氮同位素组成和氮含量与超高压变质型金刚石

也存在较大差异，而与地幔橄榄岩型和榴辉岩型金刚石

较为接近（图5）。针对蛇绿岩型金刚石如此轻的碳同位

素组成，前人曾经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主要包含原始地

幔不均一性模型[1, 112]、同位素分馏模型[113, 114]和
俯冲再循环物质模型[35,115]。综合考虑蛇绿岩型金刚

石的产出特征与化学组成特征，Lian等[106]提出蛇绿岩

型金刚石13C如此亏损的特征，指示了形成金刚石的物

质可能来源于俯冲再循环的有机物质。

Howell等[28]对罗布莎蛇绿岩型金刚石开展了微量

元素含量分析，结果显示金刚石具有轻稀土元素富集的

特征，与金伯利岩中的一些纤维状金刚石的微量元素组

成特征相似。在微量元素蛛网图中，蛇绿岩型金刚石表

现Sr、Sm、Eu和Yb元素的负异常[28]。蛇绿岩型金刚

石的微量元素组成与人工合成金刚石的微量元素组成存

在较大差异[28]。

3.4. 原位金刚石

目前，已经在罗布莎和Ray-Iz蛇绿岩铬铁矿中发现

原位金刚石[44]。碳元素面扫描以及激光拉曼分析显示，

这些原位的金刚石被包裹于球形/不规则的无定形碳中，

二者呈包裹体形式产于铬尖晶石中（图6）。
金刚石和无定形碳共同组成的包裹体中心为金刚石

颗粒，金刚石的周围含有细小的铬尖晶石碎片以及大量

细小的硅酸盐矿物（图6）。原位的金刚石包裹体均较为

自形，与周围的无定形碳具有明显的接触界面（图6）。
原位金刚石与周围的无定形碳的空间关系指示了金刚石

形成早于无定形碳[44]，即金刚石首先结晶，随后伴随

温度的降低，无定形碳快速冷却。这种结构可能是在高

温的含碳流体进入相对较冷的铬尖晶石颗粒过程中形成

的。高温高压的流体在铬尖晶石中快速移动，将流体

周围的铬尖晶石击碎形成不规则的细小碎片。

3.5. 与蛇绿岩型金刚石伴生的其他超高压、超还原和壳

源矿物

除了金刚石之外，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

还发现了大量的其他超高压矿物（如青松矿和呈斯石

英假象的柯石英）以及壳源矿物（如锆石和石英），这

些已发现的不寻常矿物组合详见表1 [22, 24–26, 29, 41, 
43, 44, 92–95, 116]。Yang等[41]在罗布莎铬铁矿的一个

Fe-Ti合金矿物的边部发现了“针柱状柯石英”和蓝晶

石矿物组合。这些“针柱状柯石英”并非单个矿物晶体，

而是由细小的柯石英颗粒组成的矿物集合体。柯石英颗

粒构成的柱状矿物集合体与超高压矿物斯石英的形态一

致[41,117]，指示了这些柯石英矿物可能是由斯石英退

变而来（图7）[24, 41–43]。蛇绿岩铬铁矿中斯石英假象

的存在可能指示了压力大于9 GPa（约300 km）和温度

大于1000 ℃的形成条件[41]。
青松矿是一种天然的立方晶系的氮化硼矿物，该

矿物以包裹体形式产出于罗布莎铬铁矿的柯石英中 
[图7（b）]。在罗布莎铬铁矿的柯石英中，与青松矿相

关的矿物还包含有自然铁元素、TiO2 II（金红石的高压

相多型，具有PbO2结构）、无定形碳和碳化硼矿物[41]。
Dobrzhinetskaya等[42]指出，青松矿的伴生矿物组合指

示了青松矿可能形成于P = 10~15 GPa和T = 1300 ℃的条

件下。因此，青松矿是一种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青松矿

中的硼元素可能来源于深俯冲的壳源物质。

Yamamoto等[43]在罗布莎铬铁矿的铬尖晶石中发

现了大量的单斜辉石出溶体以及柯石英矿物[图7（c）]。
铬尖晶石中单斜辉石和柯石英的出现需要SiO2和CaO在

铬尖晶石中具有较高的溶解度。Yamamoto等[43]认为

铬尖晶石及其单斜辉石和柯石英出溶体组合可能是由一

种超高压CaFe2O4 (CF)型结构的多型矿物退变而来，该

超高压矿物的稳定压力大于12.5 GPa（> 380 km）[43]。
这种现象指示了罗布莎蛇绿岩铬铁矿可能起源于大于

380 km的深部地幔。最近的实验岩石学工作证实了铬尖

晶石可以形成于410 km的地幔过渡带[118]。因此，一

些蛇绿岩中的豆荚状铬铁矿可能保存了其超高压起源的

矿物学证据和记录[29]。
碳化硅是一种超还原的矿物，该矿物普遍产出于含

金刚石的蛇绿岩铬铁矿和地幔橄榄岩中[图7（d）] [24, 
44, 92, 116]。在上地幔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碳化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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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稳定所需要的氧逸度条件大约低于铁-方铁矿氧逸度

5~6个数量级[119, 120]。蛇绿岩中的碳化硅矿物主要呈

现淡蓝色至蓝色，粒径在50~300 mm的范围内[图7（d）]。
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碳化硅矿物的产出指示了

这些岩石经历了超还原的环境，但是这种超还原环境是

代表一种颗粒尺度的显微环境[121, 122]还是地球深部

地幔的普遍特征[44, 116]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

在不同地区的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还普遍

产出典型的壳源矿物，如锆石、石英、角闪石和金红石

等[图7（e）、（f）] [24, 44, 123, 124]。蛇绿岩地幔橄榄

图5. 不同类型的金刚石碳、氮同位素和氮含量分布频率直方图。（a）~（c）地幔橄榄岩型金刚石；（d）~（f）榴辉岩型金刚石；（g）~（i）超高压
变质型金刚石；（j）~（l）纤维状/包壳状金刚石；（m）~（o）蛇绿岩型金刚石；（p）、（q）再循环碳。数据引自文献[14,3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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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a）、（c）、（e）原位金刚石的显微镜下照片以及（b）（d）（f）原位金刚石及无定形碳的碳元素面扫描图像。图片引自文献[29,44]。

表1 不同地区蛇绿岩中的金刚石及其伴生矿物组合

Ophiolite Location
Tectonic setting 
of ophiolite

Rock type Minerals Type Ref.

Dongqiao ophiolite Tibet, China SSZ Chromitite Diamond, SiC, graphite, native chromi-
um, Ni–Fe alloy, Cr2+-bearing chromite

Mineral contentrate [22]

Luobusa ophiolite Tibet, China MOR + SSZ Chromitite Diamond inclusion, OsIr alloy, coesite, 
kyanite, Si–Ti oxide, Si–Al–Ti oxide, 
unknown silicate phase, native Ti, and 
Ti–Fe alloy

In situ mineral; 
mineral concentrate

[41]

Semail ophiolite Oma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SSZ Chromitite Moissanite, native Si, and Si–Fe alloy Mineral contentrate [116]

Luobusa ophiolite Tibet, China MOR + SSZ Peridotite, ore-body 11 
chromitite in Kangjin-
la district

Diamond, moissanite, native elements, 
alloys, oxides, sulphides, silicates, 
carbonates, and tungstates

Mineral contentrate [92] 

Luobusa ophiolite Tibet, China MOR + SSZ Chromitite Diopsidic clinopyroxene, coesite lamel-
lae, MgSiO3 

In situ mineral [43]

Luobusa ophiolite Tibet, China MOR + SSZ Chromitite In situ diamond with amorphous carbon In situ mineral [29]

Ray-Iz ophiolite Polar Urals, 
Russia

SSZ Chromitite In situ diamond with amorphous carbon, 
diamond, moissanite, native elements, 
oxides, and sulfides

In situ mineral; 
mineral concentrate

[44]

Hegenshan ophiolite Inner Mongolia, 
China

SSZ Chromitite Diamond, moissanite, oxides, sulfides, 
silicates, alloys, and other minerals 

Mineral contentrate [95]

Sartohay ophiolite Xinjiang Uygur, 
China

BAB Chromitite Diamond, moissanite, native elements, 
and alloy

Mineral contentrate [94]

Mirdita ophiolite Albania MOR + SSZ Chromitite Diamond, moissanite, rutile, zircons, 
sphenes, and sulfides

Mineral contentrate [26]



10 Author name et al. / Engineering 2(2016) xxx–xxx

岩和铬铁矿中的锆石普遍为他形近浑圆状，并在阴极发

光图像下显示复杂的内部结构。这些锆石普遍含有低压

的包裹体矿物，如石英、白云母、钾长石、磷灰石、钛

铁矿和金红石等，指示了这些锆石主要来源于大陆地

壳。利用二次离子探针质谱仪对蛇绿岩铬铁矿和地幔橄

榄岩中的锆石进行定年，所获得的年龄普遍老于其寄主

的蛇绿岩的年龄[123]。蛇绿岩中这些大量壳源矿物的

发现，尤其是锆石的发现，指示了大量的陆壳物质通过

俯冲作用再循环进入了深部地幔。

4. 蛇绿岩型金刚石的来源

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金刚石及其他不寻常

矿物的发现引起了学界对这些矿物成因的广泛兴趣和争

议。不同研究团队相继提出了不同的模型来解释蛇绿岩

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及其中的不寻常矿物的形成机制

（图8）[44, 125, 126]。
总体来说，这些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深

俯冲-再折返模型[125, 127, 128]、地幔柱模型[44, 129]
和闪电成因模型[130, 131]。在深俯冲模型中，浅部岩

石俯冲至深部地幔（如地幔过渡带，甚至是下地幔），

导致了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的超高压矿物的形

成；这些含有超高压矿物的岩石随后通过地幔对流的形

式返回至浅部地幔[图8（a）] [125]，或者由于板片回转

导致深部地幔物质上升运移至浅部[127]。Zhou等[126]
提出蛇绿岩中的金刚石是超高压变质成因，形成于俯冲

Ophiolite Location
Tectonic setting 
of ophiolite

Rock type Minerals Type Ref.

Dangqiong ophiolite Tibet, China MOR + SSZ Peridotite Diamond, moissanite, kyanite, rutile, 
zircon, and sulphides

Mineral contentrate [93]

Pozanti–Karsanti ophi-
olite

Turkey SSZ Chromitite Diamond, moissanite, rutile, zircon, 
monazite, and sulphides

Mineral contentrate [24]

Myitkyina ophiolite Myanmar MOR + SSZ Peridotite Diamond, moissanite, native Si, rutile, 
and zircon

Mineral contentrate [25]

SSZ: suprasubduction zone; MOR: mid-ocean ridge.

（续表）

图7. （a）Fe-Ti合金矿物边部的柯石英与蓝晶石交切共生，图片引自文献[41]；（b）柯石英中纳米级的青松矿、自然铁和TiN包裹体，图片引自文
献[42]；（c）罗布莎铬铁矿的铬尖晶石矿物中的柯石英包裹体，图片引自文献[43]；（d）蛇绿岩中的碳化硅，图片引自文献[24]；（e）蛇绿岩铬铁
矿中的锆石，图片引自文献[24]；以及（f）蛇绿岩铬铁矿中的金红石，图片引自文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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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板片中[图8（b）]。然而，蛇绿岩型金刚石与超高压

变质型金刚石在粒度和化学成分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

异，排除了该成因模型的可能性[106]。地幔柱成因模

型认为金刚石和其他超高压矿物形成于地幔过渡带，随

后被上涌的地幔柱携带至浅部地幔[图8（c）] [44, 129]。
Yang等[23]系统归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一个

三阶段的成因模型，该模型包含：① 在深部地幔形成

含碳流体；② 在地幔过渡带形成含有金刚石的铬尖晶

石矿物；③ 铬尖晶石及其他超高压矿物伴随地幔柱上

涌运移至浅部地幔（图9）。
Ballhaus等[132]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型来解释蛇绿

岩金刚石和其他相关矿物的成因。Ballhaus等[132]认为

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这些不寻常的超高压矿物

和超还原矿物是通过雷击造成的[132]。然而，大量的

证据表明，雷电轰击的成因模型是不成立的[131, 133]。
这些证据主要包含：① 超高压和超还原矿物普遍产出

图8. 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的不寻常矿物的不同成因模型。（a）深俯冲模型，图片改自文献[125]；（b）深俯冲模型，图片改自文献[126]；
（c）地幔柱模型，图片改自文献[44]。SS：滞留板片；OP/HS：大洋高原/热点；MOR：大洋中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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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具有不同海拔的蛇绿岩中，且这些蛇绿岩遭受雷击的

可能性较小[106, 133]；② 蛇绿岩中的一些超高压矿物

是无法通过雷击形成的[131, 133]；③ 蛇绿岩型金刚石

含有丰富的矿物包裹体，而这些矿物包裹体不能通过雷

击形成[133]；④ 闪电通常仅仅持续几秒钟，而蛇绿岩

型金刚石通常可达几百微米，因此，仅凭借短暂的雷击

作用，无法形成蛇绿岩型金刚石[131]。
总而言之，蛇绿岩型金刚石及其伴生的不寻常矿物

的成因仍然是个谜题。想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回答许

多的问题，例如，这些矿物是如何结晶，且在哪里结晶

的？这些矿物是如何进入蛇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

的？这些矿物在物质运移至浅部地幔的过程中是如何保

存下来的？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仍需针对这些不寻常矿

物以及含有这些矿物的蛇绿岩进行矿物学和地球化学分

析，开展高温高压实验和数值模拟。

5. 探索深部碳循环的新窗口

5.1. 深部地幔物质的收支

地震层析成像研究显示，大洋岩石圈和大陆地壳可

以俯冲至地幔过渡带的深度（410~660 km）。一些俯冲

板片甚至可以穿过660 km处的地震波不连续面，到达

2900 km的核幔边界，证实了地球存在大尺度的壳幔相

互作用[31–33, 134, 135]。根据古板块重建以及地震层

析影像，可以看出地球深部地幔最大的不均一带的边界

控制了大量显生宙金伯利岩浆的喷发和大火成岩省的形

成[136, 137]。研究人员提出地幔柱可能形成于核幔边

界的“大低剪切速度区”，一些超深金刚石可能被地幔

柱从核幔边界携带至地球浅部[137]。
在现今地球俯冲带，大洋板片继续俯冲并最终进入

地幔。实验岩石学研究显示，一旦大陆上地壳物质俯冲

至250 km的深度，将难以再折返回地表，这是由于地壳

物质在该深度范围将转变为硬玉-斯石英相，进而促使

板片进一步进入地幔过渡带[138]。热平衡条件下的俯

冲洋壳的密度普遍高于地幔的平均密度[138–141]，因

此俯冲板片可以穿透地球进入核幔边界的D″区（地幔

最底部的150 km深度范围）。

在深俯冲的过程中，俯冲板片中的含水矿物会将大

量的水带入深部地幔。在地球的核幔边界，俯冲物质中

的水可以与铁发生反应，形成一个由自然铁、过氧化

铁和氢化铁组成的富氧层，该层位可以由地球高密度

D″区的地震波特征反映出来[142–144]。Liu等[143]在
86 GPa和2200 K的温压条件下，通过水与铁发生反应，

合成了含氢的过氧化铁相矿物（FeO2Hx）。这些FeO2Hx

相矿物的声波速度与地球核幔边界的超低速带一致。

Liu等[143]指出如果通过水-铁反应的方式，来形成地球

图9. 蛇绿岩型金刚石的成因模型；图片改自文献[23]。地幔柱上涌和地幔对流将深部的超高压和超还原矿物携带至地表，同时早期的俯冲作用
将壳源矿物携带至深部地幔。Type I型碳循环：与俯冲作用有关的火山活动；Type II型碳循环：大陆内部的金伯利岩和其他相关岩浆作用；Type 
III型碳循环：大洋扩张中心有关的蛇绿岩型金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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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幔边界的超低速带，所需要的水的含量占据地球上水

总量的十分之一，因此地球的核幔边界是地球上氢和氧

元素的重要储库。Hu等[142]通过第一原理计算和实验

岩石学研究，识别出了在压力为76 GPa、温度为1800 K
时，在下地幔的条件下针铁矿（FeOOH）的分解会形

成具有稳定黄铁矿结构的过氧化铁相矿物（FeO2和H2）

[142]。当FeO2向上运移至下地幔的中部时，将进一步

分解为Fe2O3和O2，使得FeO2成为下地幔中O2的一个来

源[142]。这些关键性的实验数据和理论计算指示了形

成于地球深部的流体可能包含再循环的氢和氧元素，同

时极有可能富含碳元素。

5.2. 蛇绿岩型金刚石作为探索深部碳循环的新窗口

伴随俯冲板片的深俯冲作用，大量的有机碳和无机

碳被携带进入地球的地幔，该过程对于平衡地球大气圈

的二氧化碳含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中生代至今，大

洋地壳的平均形成速度大约为25 km3·a–1[145]。假设在

过去的40亿年中，该速度保持恒定，那么经历俯冲作用

的洋壳的体积约占地球地幔体积的11%，暗示了有大量

的大洋洋壳滞留在地幔中[145]。根据宇宙化学和地球

化学的证据，地球的上地幔的碳含量大约为100 μg·g–1，

而未经历去气作用的下地幔可能含有1000~3700 μg·g–1

的碳，因此，地球的地幔是重要的碳储库[1,146]。地幔

中的碳主要存在三种形式：①氧化相，如二氧化碳和

碳酸盐；②单质相，如金刚石和石墨；③还原相，如

CH4、CO和SiC [8]。在这些不同形式的碳中，金刚石在

地球的内部具有广泛的分布，分布范围从核幔边界直到

上地幔[38, 57]，因此金刚石对于示踪深部碳循环具有

重要意义。

全球大洋岛弧的火山是地球地幔碳储库与表层储库

的连接通道，这些火山可以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进入大

气圈以及地球表层的熔岩中[147, 148]。在大洋岛弧环

境的侵入体和熔岩通常含有大量的CO2，这些气体具有

轻的碳同位素组成，δ13C值介于–25‰和–30‰之间，指

示了大量的有机物质俯冲进入岩浆的源区[147,148]。南

极洲的Gaussberg的超钾质幔源熔岩（钾镁煌斑岩）被

认为是来源于深俯冲的沉积物质在地幔过渡带的部分熔

融[149]。与俯冲作用有关的岩浆作用可以被视为Type I
型碳循环（图9）。

作为来自地球内部的信使，金刚石记录了俯冲至

地球深部的壳源物质的命运和深部地幔物质组成的信

息。世界范围内大多数的地幔橄榄岩型、榴辉岩型和

纤维状/包壳状金刚石具有与正常地幔储库相似的碳同

位素组成，指示了地幔中的碳是幔源型金刚石的主要物

质来源。然而，如前所述，较大比例的榴辉岩型金刚

石的δ13C值分布在正常地幔δ13C变化范围之外。这种现

象可能指示了地幔中再循环的壳源碳的存在，而不能

简单地用同位素分馏过程来解释[14,37]。金刚石中的包

裹体组成可以提供金刚石形成深度的信息[13,56]。大约

有1%的幔源型金刚石形成于大陆岩石圈下部的地幔[56, 
150]。Walter等[13]报道了金伯利岩型金刚石含有下地

幔矿物包裹体组合，同时具有轻的碳同位素组成（δ13C 
< –15‰），指示了洋壳物质可以循环至深部地幔。大陆

内部金伯利岩及相关的岩浆作用代表了Type II型碳循环

（图9）。
蛇绿岩型金刚石以较轻的碳同位素组成为特征（δ13C 

< –18‰）。蛇绿岩型金刚石这种较轻的碳同位素组成与

俯冲再循环的有机物质的碳同位素组成一致[151, 152]。
一小部分榴辉岩型金刚石具有正的δ13C值，与俯冲再循

环的无机物质，如碳酸盐的碳同位素组成一致（图6）
[37]。蛇绿岩型金刚石与其他幔源型金刚石共同证实了

地球表层的碳可以俯冲至地球的深部。蛇绿岩型金刚石

中CaMn-钙钛矿的产出指示了部分金刚石可能来源于地

幔过渡带甚至下地幔。然而，壳源物质深俯冲的下限需

要进一步限定。这种与大洋扩张中心有关的蛇绿岩型金

刚石代表了Type III型碳循环（图9）。
总的来说，对传统幔源型金刚石（如地幔橄榄岩型、

榴辉岩型和纤维状/包壳状金刚石）的研究极大提高了

我们对地球内部物质循环的认知。蛇绿岩型金刚石在蛇

绿岩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的普遍产出使得蛇绿岩和蛇

绿岩型金刚石成为探究地幔深部碳循环的新窗口。

6. 结论

金刚石被先后发现于世界不同造山带蛇绿岩地幔橄

榄岩和铬铁矿中。不同蛇绿岩中发现的蛇绿岩型金刚石

在形态、矿物包裹体组合和化学组成上表现出相似性。

蛇绿岩型金刚石的发现证实了地球地幔中一种新的金刚

石的产出环境。我们推断蛇绿岩型金刚石以及相关的超

高压矿物在俯冲带之上型和大洋中脊型蛇绿岩铬铁矿和

地幔橄榄岩具有普遍产出。然而，这种类型的金刚石是

否产出于其他构造环境（如地幔柱近端洋中脊环境或洋

陆转换环境）下形成的蛇绿岩，仍然有待进一步开展系

统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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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绿岩型金刚石和其他超高压矿物的普遍产出可能

代表了原位大洋岩石圈地幔的一个普遍特征。大洋扩张

中心在洋底普遍存在，在扩展中心持续发生地幔物质上

涌及相关的岩浆作用过程[153]。蛇绿岩代表了窥视深

部地幔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的地质窗口，而蛇绿岩型金刚

石的发现为我们探究地球深部碳循环过程和揭示深部地

幔物质组成提供了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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